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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與基層群體的福音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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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家麟博士
(建道神學院院長)
有說香港教會一直以來都中產化，只向中產階層傳福音，忽略基層的需要。有激進人士更指責香港教會迴避基層事工，乃直接違反福音精神。我不同意這個說法，也不認為它符合歷史與現實。

歷史回顧

除個別宗派與統治階層或所謂「高級華人」有較大關連外，幾乎所有差會在來華之初，都是專以貧苦階層為傳教對象。原因是貧苦階層多為社會和文化上的邊緣者，較容易接受一個外來宗教；相對地，社會上的有錢人和知識分子，屬既得利益群體，也自覺為傳統文化秩序的捍衛者，較難接受外來宗教。此外，多數傳教士所採用的間接傳教方法，藉教育、醫療和救濟事業來吸引信眾，亦對低下階層最為有效，並製造不少「吃教者」；富裕階層對傳教士所提供的服務，不會有太大興趣。

我們不要給明末清初的徐光啟和李之藻等「聖教四柱石」誤導了。耶穌會在明末清初所建立的信徒群體，絕大多數是屬於基層的，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，只佔一個小比例；不過，由於知識分子的影響力遠大於平民百姓(更不要提王室成員了)，這極少數的秀異分子，才獲得最大的關注，發揮最大的歷史作用。

同理，我們不要誇大所謂「李提摩太路線」，晚清來華的傳教士，極少專以士大夫為傳教對象，不是他們不願意「擒賊先擒王」，而是甚難有這樣的接觸機會。我很渴望向馬來西亞元首和伊斯蘭教精神領袖傳福音，我到馬來西亞便有這樣的機會嗎？難道接觸元首不成，其他人我便看不上眼，袖手不動嗎？所以，包括李提摩太在內，幾乎所有以直接佈道為負擔的傳教士(不計後期純為某項專業事工如教育、醫療等而來華者)，都是向基層入手；少數人出於機緣巧合，有機會接觸對洋務有興趣的士大夫，才開始知識分子宣教工作。

福音工作首先以基層為傳教對象。直到1949年為止，中國教會都以基層信徒為主。

香港情況

香港教會的情況亦不例外。1949年後，傳教士從中國撤退到香港，面對大量難民南移的機遇，自然努力從事難民傳教和救濟工作。如筆者過去的研究所指，除個別華人奮興家較集中以富裕階層為工作對象外，多數教會都積極從事基層事工。宣道會便是積極向難民傳教的宗派，早期的建道畢業生有許多是難民出身的。
而在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，教會的佈道與植堂工作，主要仍針對基層群體，多數人都因著救濟奶粉和餅乾，或在教會辦的學校讀書，而接受基督教。當時期香港的經濟並不富裕，中產階層人數不多，要是專以他們為傳教對象，便沒多少機會可做了。我們看到，多數新設堂會(包括已自立、較中產的本地堂會所建立的佈道所 
)，都在基層聚居的地方，如徙置大廈、公共房屋、環頭環尾、鄉村地區和新市鎮開始。

教會從來都不是因專向中產人士傳教，而變得中產化；她的逐漸中產化，乃是因教會內的信徒逐漸由基層走向中產才有致的。一直以來，教會都主力向基層的青少年傳教，無論在社會抑或文化上，他們都是邊緣群體，最易接受新宗教，所以青少年事工也做得比較成功。
葉松茂說教會放棄青少年事工，即等於自斷經脈，絕非誇張之言。

不過，隨著社會進步、經濟發達、教育機會增加，出身基層的年輕信徒逐漸脫貧，踏入中產行列，遷離基層地區，教會因之在成員組成部分趨向中產化。我是不折不扣基層出身的，而我從開始也不曾被教會的中產外觀與中產文化所吸引，母會可是屋邨教會呢。

時至今日，香港一千三百多家教會，多數仍坐落在不算富裕的地區，雖然其中有若干數量的中產信徒，但整體言談不上是中產教會。不過，中產階級教會的實力較為雄厚，也較易吸引轉會會眾，特別是逐漸上升至中產階層的會眾，所以增長速度較快。

中產階級不是好的傳福音對象，但中產階級信徒卻構成了最堅實的教會，他們是財力和人力的主要來源。

中產教會與貧窮人的福音

香港教會的基層福音工作是否出了問題？答曰：既是亦否。問題不在經濟上的貧富，而在於文化上的差異。

香港的教育普及，社會流動速度也高，沒有固定的基層群體。
基層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群體：第一是低教育低技術的新移民，第二是教育制度下的失敗者。

因著移民政策與中港婚姻模式，社會有為數甚眾的基層新移民，居港第一代的脫貧能力甚低。這群人較難融入主流社會和文化，已成文化建制一部分的教會，要吸納他們亦不容易。

教育是主要的社會晉升階梯，多數基督徒都藉此而中產化。惟是因家庭或其他理由而被教育制度淘汰的年輕人，也不容易掙脫貧窮的枷鎖，「雙失青年」的前途不樂觀。這些在社會上的邊緣群體，不容易融入信徒群體和教會文化。

我不相信教會明目張膽地拒絕基層人士，更不可能拒絕向他們傳福音。向吸毒者、囚友、邊緣青少年、傷殘人士傳福音的機構，總是籌得最充裕的經費；而「浪子回頭」式的感人至深見證，亦常在各式各樣的佈道聚會中登場。問題是，讓這些邊緣群體信主不太難，令他們留在現存的教會裡才最困難。
不少從事有關群體工作的人都提到，如何轉介新葡到教會，轉介到哪間教會，才是頭痛的事。

問題不在於信徒嫌貧重富，而在於不同階層有分歧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，這是文化的差異，過於經濟上的。

必須承認，隨著教會內中產階層愈來愈多，教會的文化氛圍與運作模式轉趨中產化。在階層差異上，談吐和衣著是次要的，知識和生活經驗才是主要的。此外，各項事工趨向優質化和專業化，
只有具專業知識的信徒才較易「上位」，扮演領導角色，其餘人士便難免在教會給邊緣化了。

文化問題只能由文化解決。文化是指外在形式，而非信息的本質。筆者的思路簡單，只是直截了當解釋聖經(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)。「窮人有福音可聽」是指連窮人也有得聞福音的機會，而非只能向窮人宣講；「有錢人進天國困難」是指有錢人不易放棄世間的追求，而非上帝特別歧視他們。沒有所謂「窮人本質」的「福音」，教會無須徹底悔改以致能被「福音化」，她只需調整宣講和運作模式便可。

第一，向與傳者自己文化不同的社群傳福音，便是跨文化的宣教。這既有宣講形式和接觸方法等方面考慮。「在甚麼人中間作甚麼人」是最基本的聖經宣教原則。

第二，努力在不同的文化社群中間建立屬於他們的教會，並培養該社群的領袖和傳者，是宣教成敗的關鍵。要中產教會基層化是不實際的，建立基層教會才是正路；宣稱中產教會若不悔改而基層化，便無法實踐向基層傳教的使命，說話的人大抵沒有做實事的興趣。

第三，福音不能被政治化或經濟化。惟有超越政治與經濟與任何人間分割元素的福音，才是真正的福音，才能有效傳講並改變生命。所有政治化或經濟化的「福音」，都是死路一條，只造就講者晉升為意識形態領袖，於窮人受眾毫無助益。

本文原載於建道神學院學生佈道團團刊《播種人》第71期，2006年11月；作者供稿轉載，謹此致謝。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廿四期，2011 年4月。
� 譬如說，九龍城浸信會和九龍塘宣道會都主力在基層地區開設分堂，包括木屋區在內。九龍塘宣道會便是調景嶺難民營的宣道會事工的積極支持者。沒有證據證明這些中產教會忽視基層需要，甚或在傳福音一事上歧視窮人。


� 即或在今天，從青少年事工的角度觀之，專做中產階層會友的子女的教會難以取得成功，專做貴族式的band 1名校學生的教會難以取得成功；反之做非信徒家庭的青少年較易取得成功，做基層背景的學生較易取得成功，做band 2學校的學生較易取得成功。換言之，在社會和文化上較為邊緣化的青少年事工較易成功。


� 從前尚有藍領與白領的簡易分法，所以工業福音團契有清晰的服事對象；但其後工人階層逐漸減少，「工福」轉而服事教育水平較低、不易上教會的職業群體，如餐館從業員、的士司機等。但我們不能說從事這些職業的人一定是嚴格意義的基層人士，其中有較多基層者，也有不屬者(一個的士車牌價值數百萬)。只有專注於籠屋居民、露宿者，或新來港人士，才比較容易確定一個基層群體。


� 我們沒有證據說，向基層群體傳福音是最困難的。囚友的信教率不一定比財經界人士為低。最富有的階層也不比窮人更易信主。


� 我在唸大學時，便已是兩個團契的導師和教會執事；我的兒子信主年資比我同時期深得多，但至今才剛破格給擢升到團契導師的位置，還得接受這樣那樣的培訓。我當年的教會規模與兒子今天參與的教會規模相若。


筆者常說，香港教會如今是「過度培訓」的，絕大多數培訓都沒有相稱的效用。個人佈道只需要兩小時以下的培訓，其餘便是跟著具經驗者實踐了，落手落腳做才是實際的，連篇累牘的「中級佈道法」、「高級佈道法」，只會造成抬高事奉門檻的效果，對事工發展與事工的優質化，效果不大。


� 不過，也得指出，隨著職場環境的嚴重劣質化，許多專業信徒每天得做十至十二小時工作，他們難以承擔教會固定的事奉崗位。有這般信徒跟我說過，他們是註定給歧視的一群。所以我們看到一個現象，教會裡承擔勞動力密集的事奉崗位的，多數在事業上不是最出色的一群。我們不能過分簡單地說，教會歧視沒有專業的人，因為她也「歧視」事業非常有成的一群。


� 筆者非常抗拒那些將「如何向基層宣教」的問題政治化的討論。就筆者所知，積極參與這方面討論的香港教會中人，在生活條件上都比筆者中產，他們只是有興趣說說基層福音化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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